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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男诱惑”真的奏效吗：男性代言女性产品 

对女性消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 

王丽丽  董梦璐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摘  要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广告策略真的奏效吗？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与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评

价之间的关系。4 个实验的结果显示, 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相比, 男性代言时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会显著降

低。该影响是通过身份威胁感的中介实现的。此外, 身份肯定对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具体来讲, 当被试受到女性

身份肯定操控时, 主效应会加强。本文实证研究了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基于性别认同一致性理

论拓展了产品性别属性的下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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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传统广告创意的原则被时代赋予了更丰富的

内涵, 美男诱惑大行其道。广告大师 Ogilvy (1963)

提出的广告创意黄金 3B 原则, 包括美(Beauty)、野

兽 (Beast)和婴儿 (Baby), 美表达的是性感有魅力 , 

这与女性产品创意最为一致。但如今, 随着男女社

会分工差异的缩小以及生活方式、流行文化的变迁, 

男性开始扮演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角色, Beauty 原

则中的美不再仅仅表达美女形象, 也被拓展到美男

形象。与此同时, 在媒体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加

持下, 粉丝经济应运而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日

本超级巨星木村拓哉就代言了 KANEBO 唇膏, 在

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带来了惊人的销量, 这种新颖

的跨性别代言方式引起了媒体、广告商、消费者等

的广泛关注。在互联网环境下, 粉丝数量不仅意味

着影响力, 也意味着经济价值。邀请知名男星跨性

别代言女性产品是广告商迎合女性消费者的选择, 

但通过男性明星影响力、生理吸引力实现“美男诱

惑”带来的广告效应却未必持久 , 尤其是近年来 , 

女性消费者市场频频掀起对于跨性别代言是否合

规、有效的争论, 而那些代言女性内衣、卫生巾等

具有强烈性别属性的女性产品的男明星们则无一

例外地被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着 2015 年广告法的修订, 广告代言人被要

求“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

作推荐、证明”, 男性代言女性私密产品的广告热潮

暂告一段落。但市场并没有放弃跨性别代言的机会, 

近年来各大美妆品牌纷纷向男爱豆抛出橄榄枝, 母

婴产品瞄准了明星奶爸进行代言, 直播、带货形式

的崛起更是突破了传统代言的限制, 男主播在直播

间售卖女性专属产品成为了常态, 男明星在各平台

以带货形式对女性私密产品进行宣传的广告也屡

见不鲜。跨性别代言下“美男诱惑”是否真的能够如

广告商所愿带来积极的效果？本文从理论层面提

出跨性别代言带来的表面繁荣背后可能存在威胁, 

实证检验了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策略会对女性消

费者产品评价产生消极的影响, 并构建了以身份威

胁感为中介的内在影响机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

索了身份肯定的调节作用, 最后汇总分析了产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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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专属性和私密性对主效应的交互作用, 旨在结合

消费者自我概念和身份意识, 基于性别认同一致性

理论拓展产品性别属性的下游结果, 为广告商设计

广告提供建议。 

1.1  广告性别角色和产品性别属性 

性别角色是广告商描绘广告中男性或女性代

言人的形象来推广品牌和产品的工具。Eisend (2019)

指出, 关于广告中性别角色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性

别角色的评估、性别角色的广告效果以及性别角色

对消费者的影响。消费者对代言人性别的态度与产

品性别属性密切相关。产品性别属性来源于性别刻

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是将刻板印象观念与性别角

色结合起来的一种固有的观念, 将群体中的所有个

体都贴上群体特征的标签 (Wrightsman & Deaux, 

1981), 认为男性和女性因其性别不同而具有不同

的特质和心理特征。Keller (1998)将性别刻板印象

的概念与产品属性结合起来, 指出市场上的一些产

品具有特定的性别关联, 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将某个

品牌性别属性与自身性别结合起来, 以此为参考选

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纵观历史, 消费大多是性别化的, 消费者也常

常以性别化产品和品牌作为展示性别身份的工具

(Avery, 2012)。很多研究者已经证明了大多数产品

和服务具有明确的性别属性(Fugate & Philips, 2010; 

Stern et al., 1993), 即性别化产品通常带有男性或

女 性 身 份 特 质 , 表 明 其 仅 适 用 于 特 定 性 别 类 别

(Avery, 2012)。性别化的产品常常仅针对其中一种

性别特质, 而忽略另一种性别特质。研究人员推测

产品性别属性通常与最有可能使用该产品的人的

性别有关(Debevec & Iyer, 1986; Golden et al., 1979), 

因此广告商通常依据产品目标消费者的性别来定

位产品性别属性。例如, 卫生巾产品通常会聘请女

性代言人代言, 以提高广告的说服力和消费者对产

品的评价。 

广告中的性别角色通常会对产品评价产生积

极或消极的影响。一方面, 在广告中采用性别角色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改善产品评价和销售(Windels, 

2016); 另一方面, 广告中对男性和女性的描述会刺

激性别刻板印象的感知, 尤其会对女性消费者造成

不利影响(Pounders, 2018; Tuncay Zayer & Coleman, 

2015)。具体而言, 消费者对广告中性别角色的评价

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取决于消费者的认知图式和

期望(Eisend, 2019), 只有当消费者感知到的性别角

色与他们的认知图式一致时, 才会产生积极的广告

效 果 和 产 品 评 价 (Jaffe & Berger, 1994; Orth & 

Holancova, 2004; Putrevu, 2004)。 

1.2  跨性别代言和产品评价 

跨性别代言指的是代言人性别角色与产品性

别属性相反的广告代言模式。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

开放, 男女性别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传统对

性别在责任和希望上的截然不同的认识在当下变

得混杂和模糊(Hupfer, 2002), 例如男性也会做更多

的家务活、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于是广告商开始

思考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对广告创作意味着什么, 

并重新评估他们的广告策略。男性早已成为针对女

性产品的重要市场力量, 尤其伴随着粉丝经济的兴

起, 越来越多的女性产品开始邀请男性代言人, 跨

性别代言在广告界大行其道。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

解读基于生理吸引力的“女性向”文化, 通过身体消

费获取原始快感的“男色消费”是后现代主义消费

的一种表现, 能够为女性带来性别反转的满足感和

自我认同感, 跨性别代言的热潮中隐藏着女性对性

别权力再分配的渴望(刘乃歌, 2018)。 

需要明确的是,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学、生

理学、心理学和文化上都是不相同的(Frieden, 2013),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和女性代言男性产品这两种跨

性 别 代 言 的 广 告 效 果 是 不 对 称 的 (Whipple & 

McManamon, 2002), 本研究只探讨男性代言女性

产品的跨性别代言广告效应。 

研究表明, 无论是男性消费者还是女性消费者, 

都 喜 欢 符 合 自 身 性 别 特 质 的 商 品 和 代 言 人 (Fry, 

1971)。Kanungo 和 Pang (1973)研究发现当广告中

人体模型性别与产品性别属性不一致时, 消费者感

知和态度的一致性受到破坏, 由此产生不利的产品

品质认知。Friedman 和 Friedman (1979)提出了代言

人类型与产品类型的组合会影响广告效果的匹配

假说, Forkan (1980)首次将匹配假说应用到名人代

言领域 , 提出名人与产品的核心实质必须保持一

致。Kamins (1990)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产品特性与名

人传达的形象相匹配时, 名人代言的生理吸引力才

能对产品广告评价产生积极作用。除此之外, 也有

以往研究指出广告中传统性别角色的消极作用 , 

Whipple 和 Courtney (1980)发现与在广告中刻画传

统的女性性别角色形象相比, 女性消费者更加偏好

广告中自由、进步的性别角色形象。 

本 文 基 于 性 别 认 同 一 致 性 (Gender-identity 

Congruency)理论 , 认为一个人的产品使用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他或她自己的形象和身份, 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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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购买不仅仅给予消费者功能属性(Grubb & 

Grathwohl, 1967), 还被其用来表达自我身份(Belk, 

1988)。市场营销和心理学研究一直支持这样一种

观点, 消费者会对自己购买的产品进行性别一致性

认同, 即消费者认为产品性别属性应与自身性别形

象保持一致。这是因为消费者通常会无意识地将他

们所拥有的商品与自我意识联结起来(Belk, 1988; 

Goffman, 1959), 并通过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来定

义 自 我 身 份 , 进 而 作 为 自 我 认 同 的 工 具 (Mittal, 

2006)。例如, 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 会选择其心目

中最适合自我性别的品牌和商品, 以此来创造和保

持身份认同感(Belk, 1988; Holt & Thompson, 2004)。

Debevec 和 Iyer (1986)也指出跨性别代言时, 产品

本身的性别属性会被削弱, 其原本明显的性别特质

就会被模糊化, 不利于消费者进行产品选择。然而

该研究只是从产品本身出发探讨产品的性别属性, 

并没有深入探讨消费者对于跨性别代言产品的反

应。在目标消费者性别较为明确的产品(例如高尔

夫球、吸尘器)上, 卡通形象的证据同样指出异性形

象会降低消费者对产品性别属性程度的感知(Peirce, 

2001)。 

本文认为男性代言女性产品不仅弱化了产品

性别属性, 还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评价, 

从而影响产品的销售和推广。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相比, 当男性代言女

性产品时, 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会更低。 

1.3  女性身份威胁感知的中介效应 

由于男性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中占主

导地位的性别, 女性只有通过参与典型的“男性”活

动来增强社会影响力(Walzer, 2002), 女性具有强烈

的性别身份认同的诉求。同时, 研究表明相较于男

性 , 女性对性别刻板印象更为焦虑和挑剔(Lull et 

al., 1977)。因此, 本文认为女性消费者对于跨性别代

言更为敏感, 她们会认为用男性代言女性产品, 是

对女性身份的质疑, 其女性身份也受到了一定的威

胁。大量研究表明, 当个体身份受到威胁时, 个体

会拥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反抗以维护身份(Baumeister 

et al., 1996)。例如, Aquino 和 Douglas (2003)的研究

发现, 身份威胁可以引发反社会行为。通常, 这些

行为是感受到身份威胁者针对感知到的威胁来源

作出的报复性反应。由此可见, 如果个体的身份受

到威胁, 那么他的行为多是消极的、反抗的。因此, 

广告商在创作广告时需避免威胁到目标消费群体

的身份, 否则就会起到反作用, 削弱品牌形象给顾

客留下的印象 , 甚至是在顾客心中造成负面影响 , 

进而降低顾客购买的可能性。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H2：身份威胁感对主效应有着中介作用, 相比

女性代言,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会激活女性消费者自

我身份威胁的感知, 从而降低对产品的评价。  

1.4  身份肯定的调节作用 

根据自我增强理论(Self-enhancement Theory), 

维护积极全面的自我评价是个体的基本需要或行

为动机(Steele, 1988; Tesser, 1988)。换言之, 当一个

人积极的自我身份(Self-identity)受到质疑或威胁时, 

人们会感受到心理上的不适, 采取措施来维护积极

的自我评价以减少威胁感。在以往研究中, 研究者

们提出了很多可以减少这种心理不适感的策略。例

如 , Tesser (1988)在他的自我评价维护模型 (Self- 

evaluation Maintenance Model)中提出, 在某一领域

受到威胁的个体会最小化这一领域在其心中的重

要性, 或者他们会远离那些在这一领域表现突出的

人群而选择接触其他人群。此外 , 根据早期研究 , 

Festinger (1957)认为自我身份肯定(Self Affirmation)

是一种可以有效减少由认知失调而引起心理不适

的方法, 即使他们可能无法通过身份肯定来根除实

际上的不协调。值得一提的是, 是否进行身份肯定

的边界条件在于个体的自我评估是否是积极的。也

就是说, 即使一个人在某领域上受到了威胁, 但不

影响其整体上积极的自我评价, 那么个体会承认甚

至坦然接受这种威胁, 而不总是采取身份肯定来减

少威胁感。综上, 本文认为人们进行身份肯定的动

机取决于当前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评估是积极还是

消极的, 以及个体受威胁领域的重要程度。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当身份肯定的领域和身份

威胁的领域相关时, 自我防御机制(Self-defensiveness)

会被唤醒, 身份威胁感也会随之增强(McQueen & 

Klein, 2006)。这一发现支持了 Steele (1988)概述的

一种维护或恢复个体全面积极的自我形象、并保证

其免受威胁的方法, 即身份肯定必须发生在与身份

威胁不相关的领域才能起到降低不和谐影响的效

果(Blanton et al., 1997; Stone & Cooper, 2003)。因此, 

身份肯定可以被看作是个体受到威胁时的缓冲器

或个体的一种应对能力(Steele et al., 1993), 而不仅

仅是一种短暂的积极感受或激活自我概念的工具。 

综上, 本文认为当身份肯定领域与身份威胁领

域相关时, 个体在自我防御机制作用下会进一步会

采取回避或消极的方式应对这种身份威胁感。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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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时, 会激活女性消费者的

身份威胁感, 如果此时女性消费者进行女性身份肯

定, 即身份肯定与身份威胁的领域都是性别时, 女

性的自我防御机制会被唤醒, 此时人们会采用回避

或消极的应对方式。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当女性消费者进行女性身份肯定时, 男性

代言女性产品的负面效应会进一步会加强。 

2  实验 1：跨性别代言的主效应 

实验 1 的目的是检验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相比, 

当男性代言女性产品时, 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

价是否会更低, 意在验证主效应(H1)。 

2.1  实验设计与被试 

本实验共邀请了 145 名某高校在校女大学生

(Median 年龄 = 18~25 岁, Mode 年龄 = 18~25 岁)参与, 

并以小额人民币作为实验报酬。进入实验室后, 被

试被随机分配到单因素(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男

性 vs. 女性)组间实验设计中。其中, 男性代言人组

72 人, 女性代言人组 73 人。 

2.2  实验流程 

本实验邀请女性被试参加, 在填写人口统计学

信息(年龄以区间形式采集)后,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以下情境中：男性代言人 vs.女性代言人。为了消

除明星效应和品牌效应的影响, 本实验采取了一种

基于场景的实验方法。具体而言, 被试会看到如下

描述： 

想象您正在地铁站中行走, 此时您看到了一个

大型广告牌：一位当红女明星(vs.当红男明星)代言

的某知名品牌的口红产品。 

紧接着, 被试需完成“产品评价”这一因变量的

3 个测项, 测项语句的构成和选取在借鉴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有所调整(Heitmann et al., 2007), 具体包

括“您如何评价这支口红” (1 = 非常差, 7 = 非常

好); “您对这支口红的喜爱程度” (1 = 非常不喜欢, 

7 = 非常喜欢); “您对这支口红的态度是” (1 = 非

常消极的, 7 = 非常积极的) (Cronbach’s α = 0.842)。 

2.3  数据分析与结果 

首先, 取三个测项的平均值作为因变量“产品

评价”的指标(M = 4.42, SD = 0.86)。 

以代言人性别作为自变量(女性编码为 0, 男性

编码为 1)、产品评价为因变量展开独立样本 t 检验

分析, 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代言人下的产品评价有

着显著性差异(t(143) = 2.01, p = 0.046, d = 0.34)。具

体而言,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M = 4.27, SD = 

0.92)显著低于女性代言人组(M = 4.56, SD = 0.77) 

(见图 1), 表明男性代言人代言女性产品会导致消

费者对产品的评价降低, H1 得到初步验证。进一步

将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和所用七点量表的中

间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 男性代言

人组的产品评价显著高于中间值“4” (t(71) = 2.52, p 

= 0.014), 这说明男性代言对于女性产品评价可能

存在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但与女性代言人组相比,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明显降低。 
 

 
 

图 1  实验 1~3 的主效应检验 
 

2.4  讨论 

实验 1 初步验证了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对产品

评价的影响, 即相比女性代言,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

会导致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降低。同时, 实验 1 基

于日常消费场景展开, 保障了实验结果的适用性。

接下来的实验将利用不同的操控方法和情景设计

来验证主效应的稳健性及中介机制。 

3  实验 2A：身份威胁感知的中介效应 

本实验旨在通过采用不同的实验场景来验证

主效应的内在影响机制, 即身份威胁感知对跨性别

代言负面效应的中介作用(H2)。 

3.1  实验设计与被试 

本实验共从问卷星平台上招募了 119 名女性被

试(Median 年龄 = 26~30 岁, Mode 年龄 = 18~25 岁), 覆

盖了不同的年龄段、职业、生活水平等, 从而提高

实验结果的说服力。和实验 1 相同, 被试在进入实

验后, 被随机分配到单因素(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

男性 vs. 女性)组间实验设计中。其中, 男性代言人

组 61 人, 女性代言人组 58 人。 

3.2  实验流程 

首先 , 被试需要填写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

龄、性别等, 年龄以区间形式采集), 为了保证被试

都是女性, 本实验根据性别选项筛选出了女性被试, 

即如果性别选项为男性, 则直接终止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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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人口统计学信息部分后, 被试会看到如

下情景描述： 

想象自己在马路上行走, 此时看到公交站的广

告牌上展示着一位女性代言人(vs. 男性代言人)代

言的妇产医院的广告。(如图 2 所示) 
 

 
 

图 2  实验 2A 情景图片 
 

紧接着, 与实验 1 相同, 被试完成有关“产品评

价”的量表, 即“您如何评价这家妇产科医院” (1 = 

非常差, 7 = 非常好)、“您对这家妇产科医院的喜爱

程度” (1 = 非常不喜欢, 7 = 非常喜欢)、“您对这家

妇产科医院的态度是” (1 = 非常消极的, 7 = 非常

积极的) (Cronbach’s α = 0.948)。 

接下来, 被试填写了有关“身份威胁感”的测量

量表, 测项语句的选取和构成同样在借鉴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有所调整(Yogeeswaran & Dasgupta, 2014), 

具体包括：“在女性主导的产品领域中, 广告应该使

用女性模特, 以避免女性身份的淡化”、“在女性主

导的产品广告中使用男性模特, 正挑战着女性意味

着什么的本质”、“在女性主导的产品使用男性模特

威胁了女性的独特性”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

同意) (Cronbach’s α = 0.877)。 

3.3  数据分析与结果 

产品评价。首先, 对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进行

编码(女性编码为 0, 男性编码为 1), 将其作为自变

量, 产品评价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

果显示代言人性别对产品评价影响显著(t(117) = 

2.12, p = 0.036, d = 0.38), 即相较于女性代言人组

的产品评价(M = 3.77, SD = 1.32), 男性代言人组的

产品评价显著更低(M = 3.32, SD = 1.00), 再次支持

H1。进一步将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和所用七点

量表的中间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 

男 性 代 言 人 组 的 产 品 评 价 显 著 低 于 中 间 值 “4” 

(t(60) = –5.36, p < 0.001), 表明实验 2A 中男性代言

对于女性产品评价可能存在相当程度的消极影响。 

身份威胁感知。以代言人性别为自变量、身份

威胁感知为因变量开展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

显示, 男性代言人组被试的身份威胁感知(M = 4.39, 

SD = 1.51)显著高于女性代言人组的身份威胁感知

(M = 3.74, SD = 1.33; t(117) = 2.12, p = 0.036, d = 

0.38)。 

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对间接中介效应 a × b 的

自主抽样检验(bootstrap test) (PROCESS Model 4; 

Hayes, 2013), 其中“a”代表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对

身份威胁感知的影响, “b”代表身份威胁感知对产

品评价的影响(Hayes, 2013; Zhao et al., 2010)。在样

本 选 择 为 5000 次 、 95% 的 置 信 区 间 下 , 通 过

bootstrap 分析发现间接中介效应是显著负向的(a × 

b = –0.12, 95% CI [–0.32, –0.02])。男性代言女性产

品会提高身份威胁感知(a = 0.65; t(117) = 2.49, p = 

0.014), 身份威胁感知对产品评价有着显著的负向

影响(b = –0.19, t(116) = –2.57, p = 0.012)。最后, 女

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对产品评价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c′ = –0.33, t(116) = –1.54, p = 0.127; 如图 3)。综上, 

实验 2A 结果表明身份威胁感知起着显著的中介作

用, H2 得到支持。 
 

 
 

* p < 0.05 

图 3  实验 2A 中身份威胁感的中介作用 
 

3.4  讨论 

通过采用不同的实验场景, 实验 2A 再次验证

了主效应, 即相比女性代言,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会

对产品本身产生不利影响 , 证明了主效应的稳健

性。重要的是, 实验 2A 还验证了这一效应的中介

机制, 即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现象会激活女性消费

者的身份威胁感知, 因而她们作出的产品评价会显

著低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组。同时, 本实验采用直

观的图片法让实验场景更加贴近实际, 增强了主效

应的现实适应性。 

4  实验 2B：真人代言的稳健性检验 

本实验旨在通过采用真人明星代言的实验场

景来检验主效应内在影响机制的稳健性, 即身份威

胁感知对跨性别代言负面效应的中介作用, 并排除

可能的替代中介解释。除此之外, 本实验使用另一

种女性产品, 即女性内衣来进一步验证主效应的稳

健性。 

4.1  实验设计与被试 

本实验共邀请了 136 名某高校在校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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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n 年龄 = 18~25 岁, Mode 年龄 = 18~25 岁)参与, 

并以小额人民币作为实验报酬。进入实验后, 被试

被随机分配到单因素(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男性 

vs. 女性)组间实验设计中。其中, 男性代言人组 68

人, 女性代言人组 68 人。 

本实验所用的明星素材选择了年龄相仿, 微博

粉丝数相近, 均为影视演员且在多部剧中分别担任

男、女主演的任重(41 岁, 微博粉丝数 918 万)和万

茜(39 岁, 微博粉丝数 700 万)。 

4.2  实验流程 

在完成人口统计学信息部分(年龄以区间形式

采集)后, 被试会看到如下情景描述： 

想象你正在挑选女士内衣, 看到购买内衣的网

站上展示着一位男明星(vs. 女明星)代言某品牌女

士内衣的广告。(如图 4 所示) 
 

  
 

图 4  实验 2B 情景图片 

 

紧接着, 与实验 1 相同, 被试完成有关“产品评

价”的量表, 即“您如何评价该品牌的内衣” (1 = 非

常差, 7 = 非常好)、“您对该品牌内衣的喜爱程度” 

(1 = 非常不喜欢, 7 = 非常喜欢)、“您对该品牌内

衣的态度是” (1 = 非常消极的, 7 = 非常积极的) 

(Cronbach’s α = 0.962)。 

接下来, 与实验 2A 相同, 被试填写了有关“身

份威胁感”的测量量表, 测项语句的选取和构成同

样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调整(Yogeeswaran 

& Dasgupta, 2014), 具体包括：“在女性主导的产品

领域中, 广告应该使用女性模特, 以避免女性身份

的淡化”、“在女性主导的产品广告中使用男性模特, 

正挑战着女性意味着什么的本质”、“在女性主导的

产品使用男性模特威胁了女性的独特性” (1 = 非

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Cronbach’s α = 0.689)。

为了排除可能的替代中介解释, 与身份威胁感的测

量一致, 被试填写了害羞感、羞耻感的测量语句, 具

体包括：“在女性主导的产品中使用男性模特让我

感到害羞”、“在女性主导的产品中使用男性模特让

我觉得有羞耻感”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除此之外, 被试还回答了对于广告中明星代言

人的熟悉度(Simonin & Ruth, 1998)并评价了吸引

力(Ohanian, 1990), 测量语句为：“请指出你对这个

广告中的代言人有多熟悉” (1 = 不熟悉, 7 = 非常

熟悉; 1 = 不认识, 7 = 认识; 1 = 没听说过, 7 = 曾

经听说过) (Cronbach’s α = 0.956); “请对广告中的

代言人进行评价” (1 = 毫无吸引力, 7 = 非常有吸

引力; 1 = 毫不性感, 7 = 非常性感) (r = 0.842)。 

4.3  数据分析与结果 

产品评价。首先, 对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进行

编码(女性编码为 0, 男性编码为 1), 将其作为自变

量, 产品评价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

果显示代言人性别对产品评价影响显著(t(134) = 

15.04, p < 0.001, d = 2.59), 即相较于女性代言人组

的产品评价(M = 4.65, SD = 0.99), 男性代言人组的

产品评价显著偏低(M = 2.25, SD = 0.86), 再次支持

H1。进一步将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和所用七点

量表的中间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显著地低于中间值“4” 

(t(67) = –16.65, p < 0.001), 表明实验 2B 中真实男

明星代言对于女性产品评价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 

潜在的中介机制。以代言人性别为自变量、分

别以身份威胁感知、害羞感、羞耻感为因变量开展

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 男性代言人组被

试的身份威胁感知(M = 4.89, SD = 1.15)显著高于

女性代言人组的身份威胁感知(M = 4.44, SD = 1.36; 

t(134) = –2.12, p = 0.036, d = 0.36), 男性代言人组

被试的害羞感(M = 3.74, SD = 1.78)与女性代言人

组无显著差异(M = 4.07, SD = 1.72; t(134) = 1.13, 

p = 0.263), 男性代言人组被试的羞耻感(M = 3.40, 

SD = 1.68)也与女性代言人组无显著差异(M = 3.56, 

SD = 1.65; t(134) = 0.57, p = 0.162)。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对间接中介效应 a × b

的自主抽样检验(bootstrap test) (PROCESS Model 4; 

Hayes, 2013), 其中“a”代表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对

身份威胁感知、害羞感、羞耻感的影响, “b”代表身

份威胁感知、害羞感、羞耻感对产品评价的影响

(Hayes, 2013; Zhao et al., 2010)。在样本选择为 5000

次、95%的置信区间下, 将明星代言人的熟悉度和

吸引力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 bootstrap 分析发现身份

威胁感的间接中介效应是显著负向的 (a1 × b1 = 

–0.09, 95% CI [–0.26, –0.01]), 害羞感的间接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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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不显著(a2 × b2 = 0.05, 95% CI [–0.05, 0.27]), 

羞耻的间接中介效应不显著(a3 × b3 = –0.06, 95% 

CI [–0.24, 0.02])。男性代言女性产品会提高身份威

胁感知(a1 = 0.74; t(132) = 2.10, p = 0.038), 而不影

响害羞感(a2 = 0.45; t(132) = 0.92, p = 0.357)和羞耻

感(a3 = 0.53; t(132) = 1.15, p = 0.252)。身份威胁感

知 对 产 品 评 价 有 着 显 著 的 负 向 影 响 (b1 = –0.12, 

t(129) = –2.15, p = 0.034), 羞耻感对产品评价也存

在显著的负向影响(b3 = –0.12, t(129) = –2.12, p = 

0.036), 害羞感则对产品评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b2 = 0.12, t(129) = 2.23, p = 0.028)。最后, 女性产

品 代 言 人 性 别 对 产 品 评 价 的 直 接 影 响 显 著 (c′ = 

–1.07, t(129) = –4.79, p < 0.001; 如图 5)。综上, 实

验 2B 结果表明身份威胁感知的中介作用在真人明

星代言场景下是稳健的, 并排除了害羞感、羞耻感

的替代中介解释, H2 再次得到支持。 
 

 
 

* p < 0.05 

图 5  实验 2B 中身份威胁感的中介作用 
 

4.4  讨论 

通过真人明星代言的设计, 本实验说明了在真

人明星影响力下相比女性代言,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

仍然对女性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存在显著的消极影

响, 与真实代言场景相贴近, 增强了主效应的现实

适应性。同时 , 本实验进行了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 

排除了害羞感和羞耻感可能存在的替代中介解释, 

证明了身份威胁感作为中介机制的稳健性。然而, 

本实验中女性代言人穿戴产品的图片可能会改变

消费者感知到的真实性, 从而对产品评价产生未知

的影响。后续实验将通过控制代言人穿戴产品线索

的方式检验主效应的稳健性, 并通过寻找调节变量

的方式来进一步验证机制。 

5  实验 3：身份肯定的调节作用 

本实验共有三个目标。第一, 本实验希望进一

步为中介机制(H2)提供理论与实验上的支持。与基

于中介效应检验的实验 2 不同, 实验 3 基于调节效

应检验(Spencer et al., 2005)。具体而言, 如果男性

代言女性产品会提高女性消费者的身份威胁感, 那

么突显女性身份则会增强这种影响。第二, 为了证

明假设 1 和假设 2 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 本实验考

察了西方背景下女性被试的态度。第三, 本实验与

实验 2B 均使用内衣产品, 控制了代言人上身穿戴

产品的线索, 检验了主效应的稳健性。 

5.1  实验设计与被试 

来自 Mturk 平台的 250 名美国女性被试(M 年龄 = 

36.49 岁, SD 年龄 = 12.03 岁)被随机分配到 2 (女性产

品代言人性别：男性 vs. 女性) × 2 (女性身份肯定：

有 vs. 无)的组间实验设计中。其中, 男性代言人 × 

有女性身份肯定组 63 人, 男性代言人 × 无女性身

份肯定组 70 人, 女性代言人 × 有女性身份肯定组

54 人, 女性代言人 × 无女性身份肯定组 63 人。 

5.2  实验流程 

首先采用与实验 2A 同样的方法招募女性被

试。接下来, 她们被随机分配到女性身份肯定组和

控制组中。在女性身份肯定组中, 被试被要求写下

自己拥有的女性重要品质和价值观并给出理由(Fein 

& Spencer, 1997; Steele, 1988)。而在控制组中, 被

试被要求列出 20 个她们容易想到的日常用品。紧

接着, 被试被告知她们正在浏览某网购平台, 并且

打算购买女性内衣。此时会看到网页主推的由当红

女明星(vs.当红男明星)代言的某知名品牌内衣图

片(如图 6 所示)。随后, 被试填写一张与前两组实

验相同的、关于产品评价的量表(Cronbach’s α = 

0.954, M = 3.94, SD = 1.50)。 

 

  
 

图 6  实验 3 情景图片 

 
5.3  数据分析与结果 

产品评价。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再一次验证了

主效应显著(t(238) = 5.64, p < 0.001, d = 0.70), 即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M = 3.48, SD = 1.62)显

著低于女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M = 4.47, SD = 

1.16) (见图 1)。进一步将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

和所用七点量表的中间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显著低于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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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4” (t(132) = –3.71, p < 0.001), 表明实验 3 中男

性代言对于女性产品评价存在消极影响。 

调节效应检验。通过 2 (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

男性  vs. 女性) × 2 (女性身份肯定：有  vs. 无) 

ANOVA 检验女性身份肯定的调节作用, 其中以产

品评价为因变量。结果显示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和

女性身份肯定的交互效应边际显著  (F(1, 246) = 

3.13, p = 0.078, ηp
2 = 0.013), 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

的主效应显著(F(1, 246) = 31.72, p < 0.001, ηp
2 = 

0.11), 但女性身份肯定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246) = 

0.44, p = 0.509, ηp
2 = 0.002), 由此可知, 女性身份肯

定调节着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对产品评价的影响。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 在没有女性身

份肯定组中, 本实验复制了之前的实验结果, 即男

性代言女性产品会导致产品评价降低(M 男 性 代 言 人 = 

3.69, SD 男性代言人 = 1.50; M 女性代言人= 4.38, SD 女性代言人 = 

1.03; t(246) = 2.82, p = 0.005, d = 0.54)。然而在女性

身份肯定组中, 这种不利影响得到了加强(M 男性代言人 

= 3.25, SD 男性代言人 = 1.72; M 女性代言人 = 4.58, SD 女性代言

人 = 1.29; t(246) = 5.07, p < 0.001, d = 0.87)。进一步

将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和所用七点量表的中

间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 在没有女

性身份肯定组中,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边际显

著低于中间值“4” (t(69) = –1.75, p = 0.085), 在女

性身份肯定组中,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显著低

于中间值“4” (t(62) = –3.47, p = 0.001), 表明实验 3

中男性代言对于女性产品评价可能存在相当程度

的消极影响, 且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女性身份肯定被

强化而加强。 

最重要的是, 实验结果表明, 当品牌使用女性

代言时, 是否进行女性身份肯定并不影响产品评价

(M 有女性身份肯定= 4.58, SD 有女性身份肯定 = 1.29; M 无女性身份肯定 = 

4.38, SD 无女性身份肯定 = 1.03; t(246) = 0.76, p = 0.449, 

d = 0.17)。然而, 当品牌使用男性代言时, 女性身份

肯定组的产品评价(M = 3.25, SD = 1.72)边际显著

低 于 控 制 组 的 产 品 评 价 (M = 3.69, SD = 1.50; 

t(246) = 1.78, p = 0.077, d = 0.27) (见图 7), H3 得到

了验证。 

5.4  讨论 

实验 3 再次验证了先前研究中的发现, 即相比

女性代言,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会导致产品评价的降

低。本实验进一步表明 , 当进行女性身份肯定时 , 

这种不利影响会加强。此外, 本实验发现与无女性

身份肯定组相比, 当使用男性代言时, 女性身份肯 

 
 

图 7  女性身份肯定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定会进一步降低产品评价, 进一步证明了男性代言

女性产品的负面影响是由女性身份威胁感知所驱

动的。同时, 本实验中女性代言人未穿戴产品, 弥

补了实验 2B 的局限性。 

6  四个实验数据的汇总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专属性和私密性对主效应的

影响, 本文对 4 个实验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 共有

650 名被试参与了 4 次实验, 其中, 女性代言人组

316 人, 男性代言人组 334 人。首先, 对汇总的 4

次实验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再一次验证了主

效应显著(t(629) = 10.36, p < 0.001, d = 0.81), 即男

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M = 3.37, SD = 1.41)显著

低于女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 (M = 4.40, SD = 

1.12)。进一步将男性代言人组和女性代言人组的产

品评价分别和所用七点量表的中间值“4”进行单样

本 t 检验分析比较, 结果显示, 男性代言人组的产

品评价显著低于中间值“4” (t(333) = –8.16, p < 

0.001), 女性代言人组的产品评价显著高于中间值

“4” (t(315) = 6.38, p < 0.001), 表明汇总数据中男性

代言对于女性产品评价存在消极影响。 

除此之外 , 103 名在校女大学生 (M = 22.72, 

SD = 2.73)受邀对本文实验材料中的口红、妇产科

医院服务、女性内衣感知到的女性专属性和私密性

在 7 点量表上分别进行了评价, 以换取小额人民币

作为报酬。为了检验这些产品是否具有女性专属性

和私密性, 将不同产品的女性专属性评价和所用七

点量表的中间值“4”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比较, 结

果显示, 口红、妇产科医院服务、女性内衣的女性

专属性评价均显著高于中间值“4” (见表 1); 将不同

产品的私密性评价和所用七点量表的中间值进行

单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 口红的私密性评价

显著低于中间值“4”, 妇产科医院服务、女性内衣的

私密性评价则显著高于中间值“4” (见表 2)。 

对不同产品的女性专属性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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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产品女性专属性描述性统计及单样本 t 检验结果 

产品 M SD t df p 

口红 4.35 1.77 2.00 102 0.048

妇产科医院服务 5.91 1.35 14.37 102 <0.001

女性内衣 6.03 1.35 15.30 102 <0.001

 
表 2  产品私密性描述性统计及单样本 t 检验结果 

产品 M SD t df p 

口红 2.73 1.63 –7.90 102 <0.001

妇产科医院服务 4.98 1.64 6.07 102 <0.001

女性内衣 5.72 1.38 12.68 102 <0.001

 

进行两两比较, 结果显示, 口红的女性专属性与其

他两类产品存在显著差异 (t(191)妇 产 科 医 院  = –7.13, 

p < 0.001, d = –0.99; t(191)女性内衣 = –7.67, p < 0.001, 

d = –1.07), 妇产科医院服务、女性内衣之间的女性

专属性差异不显著, 由此口红、妇产科医院服务或

女性内衣的女性专属性逐渐增加。对不同产品的私

密性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 结果显示, 

口 红 的 私 密 性 与 其 他 两 类 产 品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t(204)妇产科医院 = –9.88, p < 0.001, d = –1.38; t(198)女性

内衣 = –14.21, p < 0.001, d = –1.98), 妇产科医院服

务与女性内衣之间的私密性存在显著差异(t(204) = 

–3.50, p = 0.001, d = –0.49), 由此口红、妇产科医院

服务、女性内衣的私密性逐渐增加。 

将预评价中女性专属性差异显著的产品按均

值排序赋值(1 = 口红, 2 = 妇产科医院服务或女性

内衣 ), 以女性专属性和代言人性别作为自变量 , 

产品评价作为因变量, 对 4 次实验汇总的数据进行

2×2 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女性专属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646) = 34.09, p < 0.001, ηp
2 =0.050), 代言人性

别的主效应显著 (F (1, 646) = 41.72, p < 0.001, ηp
2 = 

0.062), 女性专属性和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的交互

效应也显著 (F(1, 646) = 16.69, p < 0.001, ηp
2 = 

0.025)。由此可知, 女性专属性调节着女性产品代

言人性别对产品评价的影响。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进

一步表明, 当品牌使用女性代言时, 产品女性专属

性高低对产品评价未产生显著影响(M 口 红 = 4.56, 

SD 口红 = 0.77; M 妇产科医院、女性内衣= 4.35, SD 妇产科医院、女性内衣= 

1.20; t(646) = –1.24, p = 0.216, d = 0.21)。然而, 当

品牌使用男性代言时, 女性专属性较高的妇产科医

院服务或女性内衣组的产品评价(M = 3.12, SD = 

1.42)显著低于女性专属性较低的口红组的产品评

价(M = 4.27, SD = 0.92; t(646) = –7.03, p < 0.001, 

d = 0.96)。结果显示,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负面影

响随着产品女性专属性的提高而增强。 

将预评价中私密性差异显著的产品按均值排

序赋值(1 = 口红, 2 = 妇产科医院服务, 3 = 女性

内衣), 以私密性和代言人性别作为自变量 , 产品

评价作为因变量, 对 4 次实验汇总的数据进行 3×2

方差分析 , 结果显示私密性的主效应显著  (F(2, 

644) = 19.48, p < 0.001, ηp
2 =0.057), 代言人性别的

主效应显著 (F (1, 644) = 46.34, p < 0.001, ηp
2 = 

0.067), 私密性和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的交互效应

也显著 (F(2, 644) = 16.62, p < 0.001, ηp
2 = 0.049)。

由此可知, 私密性调节着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对产

品评价的影响。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 当

品牌使用女性代言时, 私密性最低的口红组的产品

评价显著高于私密性中等的妇产科医院服务组的

产品评价(M 口红= 4.56, SD 口红 = 0.77; M 妇产科医院= 3.77, 

SD 妇产科医院= 1.32; t(644) = 3.69, p < 0.001, d = 0.73), 

与私密性最高的女性内衣组无显著差异 (M 口 红 = 

4.56, SD 口红 = 0.77; M 女性内衣= 4.54, SD 女性内衣= 1.10; 

t(644) = 0.12, p = 0.904, d = 0.02), 而私密性中等的

妇产科医院服务组的产品评价则显著低于私密性

最高的女性内衣组(M 妇 产 科 医 院= 3.77, SD 妇 产 科 医 院 = 

1.32; M 女性内衣= 4.54, SD 女性内衣= 1.10; t(644) = –4.19, p < 

0.001, d = 0.63)。当品牌使用男性代言时, 私密性最

低的口红组的产品评价显著高于私密性中等的妇

产科医院服务组的产品评价(M 口红= 4.27, SD 口红 = 

0.92; M 妇产科医院= 3.32, SD 妇产科医院= 1.00; t(644) = 4.53, 

p < 0.001, d = 0.99), 显著高于私密性最高的女性内

衣组(M 口红= 4.27, SD 口红 = 0.92; M 女性内衣= 3.06, SD 女

性内衣= 1.52; t(644) = 7.23, p < 0.001, d = 0.96), 而私

密性中等的妇产科医院服务组的产品评价与私密

性最高的女性内衣组无显著差异(M 妇 产 科 医 院= 3.32, 

SD 妇产科医院 = 1.00; M 女性内衣= 3.06, SD 女性内衣= 1.52; 

t(644) = 1.42, p = 0.155, d = 0.20)。结果显示, 对于

口红这类不具有私密性的产品,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

的产品评价依然显著低于女性代言。同时, 男性代

言女性产品的负面影响并不完全随着产品私密性

的提高而增强。对于男性代言而言, 随着私密性的

提高, 男性代言的负面效应加强, 然而这种加强效

应在变化到一定程度后不再进一步加强。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7.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和女性消费

者对该产品评价之间的关系。针对女性消费者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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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念和身份意识, 首先通过实验 1 初步验证了主

效应, 即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相比, 女性消费者对

男性代言的女性产品评价会显著降低。紧接着, 本

文通过实验 2 和实验 3 进一步确定主效应的稳健性

(见图 1)。实验 2 意在探究主效应的中介机制, 即女

性产品代言人性别通过女性消费者感知到的身份

威胁影响最终的产品评价, 在卡通和真人明星代言

场景下验证了效应的稳健性, 并排除了替代中介解

释, H2 得到验证。为了进一步验证内在机制, 在实

验 3 通过加强个体感知的威胁, 从另一个角度验证

中介机制。具体而言, 实验 3 通过对身份肯定的操

控加强被试的性别身份肯定, 研究发现, 当被试进

行身份肯定时, 主效应则会得到强化, 验证了身份

肯定的调节作用, H3 成立。 

除此之外, 本文还发现对于口红类产品, 男性

代言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产生正面效应, 只是与女性

代言相比, 消费者评价会有所降低。但随着实验所

用产品女性专属性和私密性的提升, 对于妇产医院

服务、内衣类产品, 男性代言存在严重的负面效应。

而对于女性代言而言, 私密性影响产品评价的结果

是超出本文预期的, 消费者在评价私密性产品或服

务时可能会受到尴尬、异性陪同、隐私侵犯等因素

的影响, 值得未来进行更深入的实验研究。 

7.2  理论贡献 

大部分国内外广告代言人相关的文献都是仅

仅通过描述、逻辑推演的方式来解释男明星代言女

性产品这一现象, 而本文则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式

实证研究了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可能带来的负面效

应, 同时揭示了以身份威胁感为中介的内在心理机

制, 并进一步识别了身份肯定的调节作用。 

首先, 本文对传统产品性别属性的研究进行了

延伸。以往相关研究围绕产品性别属性, 指出跨性

别代言会削弱产品的性别属性使得消费者难以辨

别和选择(Debevec & Iyer, 1986), 仅聚焦于产品自

身属性。也有研究指出广告中与产品性别属性不符

的人体模型的使用可能会破坏消费者感知和态度

的一致性从而降低对产品品质的认可(Kanungo & 

Pang, 1973), 但产品品质的维度选择欠缺科学性且

较为繁杂, 仅针对特定产品, 缺乏普适性, 同时早

期研究仅提出一致性理论的可能影响, 未作具体阐

述, 理论深度不足。这一系列研究聚焦于产品-代言

人匹配度和认知协调性等, 强调一致带来的积极效

应, 并未将性别认同一致性理论作为内在影响机制

进行深入论述。而本文则从反面实证研究了不一致

导致的负面效果, 并基于性别认同一致性理论进一

步探讨了跨性别代言对于产品性别属性影响之外

的下游结果, 即消费者对于跨性别代言产品的评价, 

更具有现实价值。 

除此之外, 本文在性别认同一致性理论的基础

上以性别刻板印象作为切入点, 结合自我概念和身

份意识的相关理论(Baumeister et al., 1996; Aquino 

& Douglas, 2003), 强调产品对于消费者自我认同

和自我表达的影响, 提出身份威胁感作为女性产品

的跨性别代言降低女性消费者产品评价的中介影

响机制。不仅如此, 本文还围绕身份威胁感的关键

作用进一步探究了这一主效应的调节变量, 即身份

肯定, 检验了当身份肯定和身份威胁的领域都是性

别时, 人们用更加回避或消极的方式来做出自我防

御(McQueen & Klein, 2006), 从而加强了跨性别代

言对产品评价产生的负面影响。 

7.3  实践启示 

本文对现实的广告营销设计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首先, 广告商在设计广告时要重视并把握目标

消费群体在接触新颖广告形式的心理感受和真实

想法, 思考如何在吸引消费者注意的同时不会引发

消费者的抵触与不满, 思考如何通过广告代言人的

选择锁定潜在消费者, 并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其次, 产品形象代言人自身所具备的特质应当与品

牌调性相一致, 这是优化产品广告代言和品牌传播

效应的关键之处。如此, 才能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更有说服力以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同时也能更有效

地传播品牌内涵, 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最后, 

本文发现男性代言女性产品这一现象会让女性消

费者感知到身份被威胁。更重要的是, 本文还发现

随着产品女性专属性的提高, 使用男性代言的负面

效应会更加严重, 私密性在一定范围内也会增强男

性代言的负面效应。以往研究表明, 人们在产生身

份威胁感时 , 往往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因此 , 

消费者极有可能不去关注、购买, 甚至产生抵触的

心情。随着“口红一哥”李佳琦的走红, 越来越多的

广告商选择男主播或男明星来代言女性产品。对于

口红这类女性专属性和私密性相对较低的产品, 男

性代言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积极影响, 但随着产品

女性专属性和私密性的提高, 涉及卫生巾、内衣等

产品时, 如何消除女性消费者感知到的身份威胁成

为了广告设计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例如, 在代

言女性产品时, 由男性代言人扮演关心女朋友的暖

男角色或为女性朋友着想的贴心好友角色, 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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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费者更好地接受这种新颖的代言方式。 

7.4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 本文在讨论女性产品的代言人性别和女

性消费者的产品评价之间的关系时所使用的产品

除了口红这类带有较强性别属性的产品外, 还包含

妇产医院广告这类女性专属的服务以及内衣等兼

具有私密性的女性专属产品。本文发现产品的女性

专属性会加强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消极影响, 男性

代言女性专属性较高的产品可能会降低消费者感

知到产品类别属性与代言人的匹配度, 而对于女性

专属性较低的产品(例如护肤品、高跟鞋等), 该效

应是否依然广泛存在值得进一步探索。同时, 私密

性也会和本文主效应产生交互作用, 其加强作用存

在边界条件, 可能会受到尴尬、异性陪同、隐私侵

犯等因素的影响, 未来需要更严谨地选择产品、服

务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综上, 身份威胁感未必是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产生负面影响的唯一机制, 对于

中介机制的丰富和完善仍需要未来研究进行探索。 

其次, 自我认同的脆弱性可能会成为跨性别代

言效应的边界条件。性别认同一致性理论指出消费

者会无意识地将他们所拥有的商品作为自我认同

的工具(Mittal, 2006), 性别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

分,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对女性消费者产品评价的消

极影响建立在自我认同基础上。如果消费者对自我

认同缺乏信心, 会更容易察觉到身份威胁, 而对于

那些具有高自我认同的女性消费者, 跨性别代言或

许未必会触发她们的心理防御机制。 

不仅如此, 本文关注代言人的生理性别, 探究

生物学定义上跨性别代言的影响, 而社会和文化因

素构建出了更广泛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Spence 

& Helmreich, 1979), 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代言人

是否会引起女性消费者的身份威胁感需要未来研

究进行检验。 

同时, 本文主要讨论一般意义上的跨性别广告

代言, 在实验材料中均使用“代言”作为刺激, 未强

调与区分传统广告代言和直播带货。随着直播领域

的蓬勃发展, 主播与广告代言人角色的重合度以及

法律适用性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应关注在

直播带货的特定领域下, 本文的影响机制是否依然

存在。 

除此之外, 本文实验 2B 选择的材料是具有一

定知名度、发展相对稳定、粉丝数相近的男、女明

星, 对于超流量明星而言, 主效应的机制可能会发

生变化。超流量明星的流量和代言影响是否具有长

期性, 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商家付出高额代言费

寻求与超流量明星的合作, 除了希望提升单一代言

产品销量、提高单一代言产品评价, 更可能与整体

的品牌策略、市场策略挂钩, 而同一时期是否存在

与之流量相近的女明星也可能成为广告商选择代

言人的考量因素。超流量男明星的跨性别代言是否

存在负面效应, 如若存在该效应对于品牌整体的影

响程度如何, 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  

再者, 未来研究还可以关注在赠礼场景下由男

性代言人扮演暖男形象是否能够减弱甚至逆转跨

性别代言的负面影响。 

最后, 实验室研究具有局限性, 未来研究若能

获取真实消费场景的二手数据能够使研究结论更

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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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male beauty” really work: The impact of male endorsements on  
female consumers’ evaluation of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WANG Lili, DONG Menglu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using male spokesperson to endorse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dvertising strategy and has penetrated into many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s, especially thanks to celebrity 
influence. Does it really work? While previous research only combined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theory to explain 
the cross-gender endorsement phenomen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der of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spokesperson and female consumer's product evaluation through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Specifically, we proposed that when male spokesperson endorses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female consumers would significantly downgrade their evaluation of the products compared to female 
spokesperson, which is mediated by a sense of gender-identity threat. In addition, when the participants are 
manipulated to increase gender affirmation, the main effect would be strengthened.  

Study 1 used a single factor (gender of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spokesperson: male vs. female) 
between-subjects design. 145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imagine a billboard advertising a lipstick endorsed by male star or female star, and then evaluated this 
lipstick by a scale. We examined the main effect through this scenario that using male spokesperson to endorse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would decrease female consumers’ product evaluation. 

Study 2A used a similar between-subjects design. 119 female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o imagine a 
billboard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endorsed by male star or female star, and then evaluated thi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as well as sense of gender-identity threat by scales. Study 2B invited 136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o replicate the results of Study 2A, ruling out th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shyness 
and sham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look at an underwear advertisement poster that used endorsement by a 
real celebrity. We repeated the results of Study 1 and confirm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 sense of 
gender-identity threat with bootstrap test to clarif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Study 3 used a 2 (gender of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spokesperson: male vs. female) × 2 (gender 
affirmation: with vs. without) between-subjects design. 250 female Mturk work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In 
the gender affirmation conditio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write about important qualities and values of women. 
In the control conditio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list 20 everyday items that came to mind. Next,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browsing an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and intended to buy underwear. They would see 
the underwear picture of a famous brand endorsed by a popular female star (vs. a popular male star) and then fill 
out the same product evaluation scale as above. We examin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of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spokesperson and gender affirmation. Specifically, when the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uses male endorsement, the product evaluation of the gender affirmation condi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condition. 

Apart from the above, results from these studies were summarized and showed that both exclusivity and 
privacy of female-gender-imaged product hav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kesperson gender and product evaluation. 

In summary,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heory of 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consciousness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a mechanism between cross-gender endorsement and female consumer's product evaluation mediated by a 
sense of gender-identity threa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affirmation, expanding the downstream 
results of product gender attribute research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practice of advertising field. 
Key words  cross-gender endorsement, product evaluation, gender-identity threat, gender affirmation, gender- 

identity congr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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